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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农民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农民的迁徙自由

经历了从短暂的真实实现到逐步受限再到最终全面丧失的曲折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战后恢复与重建

的需要，农民一度拥有真实的迁徙自由。1952年底，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赶超策略的实施，其内生的计

划体制导致农民的迁徙自由不断受到限制。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加剧了农民迁徙自由的丧失，这最终导致农

民的迁徙自由自 1958年起成为虚设的宪法权利。1975年宪法取消了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农民仅存的宪法层

面的迁徙自由不复存在。本文以宪法权利、实然权利为研究视角，以有关的政策变迁为研究脉络，对改革开放

前农民迁徙自由权变迁的过程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剖析，并建议赋予并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

【关键词】农民 迁徙自由

人类对迁徙自由的追求和对该权利的争取有着

非常悠久的历史。当下，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和自由已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共识。对于发展中国
家而言，尊重、承认并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迁徙自
由权尤为必要。新中国成立后，迁徙自由权在我国经
历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一定程度默认的曲折历程。①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再加上中

苏关系的影响，农民的迁徙自由经历了从短暂的真实

实现到逐步受限再到最终全面丧失的曲折过程，并对

国家、社会和个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关于农民
迁徙自由权的研究在时段上多集中于改革开放后，对

改革开放前农民迁徙自由权的专题研究非常缺乏，并

且已有研究对迁徙自由权的演变缺乏细致梳理和深

入分析，对于迁徙自由权变迁的时间节点争议颇多且

缺乏论证，过于关注并突出户籍制度在其中的决定作

用，而忽略了迁徙自由权变迁的复杂性。笔者希望在
细致梳理该时期农民迁徙自由权变迁脉络的基础上，

探讨农民迁徙自由权演变的深层原因和演变机理，深

刻理解农民跌宕起伏的时代命运。

一、宪法权利与实然权利的统一
( 1949． 9 ～ 1952． 10)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至少发布了 19 部
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其中大多明确确认了迁徙自

由。如 1940 年 11 月 11 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公布
施行《人权保障条例》(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
权保障条例) ，其第 4 条规定: “在不违害抗战之范
围内，人民有下列之自由: ( 二) 人民有居住与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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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由。”①再如，1941 年 12 月 23 日淮海区参议会公
布的《淮海区修正人权保障条例》第 4 条规定: “本区
人民有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从
事职业之自由。”②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同迁徙
自由是基本权利和自由这一现代理念。

1949年 9月 29 日，新中国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共同纲领》) 确
认了迁徙自由权。《共同纲领》总纲第 5 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
权。”但这个规定比较粗浅，它既没有对迁徙自由做出
限制性规定( 即迁徙自由的限度是什么) ，也没有给予

保障性规定( 即如果公民的迁徙自由受到侵犯、剥夺，

公民应该如何维权，侵权的组织或个人如何承担责

任) ，这既容易导致迁徙自由被滥用，也容易导致迁徙

自由被侵犯。迁徙自由之所以被确认，主要是基于战
后恢复与国家建设而做出的前瞻性考虑，具体而言: 其

一，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面临着战后恢复的艰巨

任务;其二，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

市建设与工业化建设即将起步，国家将加强相应的基

础设施建设; 其三，此前，中苏已就建立友好而密切的

关系达成了一致，前苏联也做出了援助中国的承诺，将

大规模援助中国建设重点工程; 其四，基于发展新民主

主义经济的需要，《共同纲领》第 26 条还提出，“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之目的”。这四个因素都要求农民能够自由迁徙以
保证战后恢复与国家重建的需要。迁徙自由被确认还
源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发布的人权保障条例大多确

认了迁徙自由。建国伊始，这个规定有必要延续，以保
持理念和措施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基于现实需要和惯例，迁徙自由不仅在临时宪法

中得到了确认，也在现实中得到了较好保障。自 1950

年起，国家放开城门，鼓励城乡之间的市场交易，促进

城乡交流和市场繁荣。在 1950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

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强调:“户籍

工作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对人民

要宽，给以合法的最大方便。”③1951 年 7 月 16 日，公

安部公布建国后户籍登记管理的第一个专门法规《城

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目的在于统一此前各地不一致

的户籍管理办法，以利于证明公民身份和维持治安，没

有对迁徙的限制性条款，相反，该条例第 1 条就强调:

“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

特制定本条例。”④国家的确权和保障为农民提供了自

由迁徙的制度空间，再加上农民对城镇生活的向往，出

现了建国后农民向城镇的第一次大规模迁徙。1952

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 7163 万，比 1949 年增加了 1398

万，增长的城镇人口很大部分来自乡村。⑤

农民获得了真实的迁徙自由，但这个时期非常短

暂。3 年 2 个月后，这一自由因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转

变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被逐步收回。

二、宪法权利与实然权利逐渐分离
( 1952． 11 ～ 1957． 12)

随着战后恢复的逐步完成，国家对农民迁徙的态

度发生了变化，打算计划安置农民。1952 年 7 月 25

日，政务院通过《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

定》，⑥决定指出:“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国家各方面建

设的发展，将要从农村吸收整批的劳动力，但这一工

作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而且在短时期内不可

能大量吸收。”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是在无组

织无计划地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着”，“故必须大力说服

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尽管

该决定使用的是“必须大力说服”一词，没有使用“劝

止”、“制止”、“禁止”等词汇，但已初步并明确表明了

国家计划安排农民劳动力的想法。

1952 年底，国家开始限制农民流迁。11 月 26

日，内务部社会司发文《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

动》，希望农民留在农村，安心生产，建设农村，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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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内流迁，进而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应密切注意这
种情况，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

动……对盲目向城市流动的农民，大力说服和劝阻，

讲明利害，打通思想，使他们安心生产”。① 文中使用
了“立即劝阻”、“防止”等比较严厉的词语，对于意欲
或已经流迁的农民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内务部要求

地方政府和干部进行阻止。国家开始限制农民迁徙
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此时的国民经济已经全面恢

复，尽管城市发展还很落后，但依然是农民迁徙的主

要去向。过多农民进城既会给城市带来就业、交通、

粮食、住房、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紧张，也会影响农业生
产。第二，1952 年 2 ～ 10 月期间开展的“五反”运动导
致城镇工商业萎缩、市场萧条，大量工商户歇业停产。
1952 年全年，“全国大中城市私营工商业歇业数超出
开业数 11791 户”。② 城市就业形势严峻，难以容纳涌
入的大量农民就业。第三，受前苏联影响尤其是朝鲜
战争的刺激，国家在 1952 年 7 月基本确定并于 9 月
最终形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所
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

形成矛盾并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引”。③ 这是农民迁
徙自由权受限以及后来被完全虚设的根本原因。重工
业是典型的资本、技术、人才密集型产业，当时的要素
禀赋结构是资本严重缺乏、技术严重落后、人才严重困
乏，但普通劳动力———尤其是农民———严重过剩，其中
资本稀缺是最大的约束要素。这对国家的资金动员能
力即汲取经济剩余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家为此
制定的指导方针是: 国家建设以国内力量为主，主要依

靠内部积累来解决最紧迫的资金问题。④这必然内生计
划经济体制以提高积累率，因为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

资源很难把投入导向重工业部门，倒可能诱致以轻工

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无法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国
家只有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才能最大程度上获取经济剩

余的支配权，使经济积累主要流向重工业。这必然要
限制农民流迁以推行计划体制。在此前，国内也基本
达成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的理论认
知，这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现条件恰好吻合。

1951年 11月 15日，在前苏联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增设独立于政务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以

启动计划体制。另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用资本
替代劳动的非中性创新之路，不断增大的资本积累必

然降低其他要素占比，高有机构成的重工业发展难以

带动就业结构的有效变迁，技术装备的改进也会替代

部分人工作业，相对吸纳的劳动力会不断减少，即“资
本加密排斥劳动”。这也会导致农民迁徙自由权受限。

1953年 4月，国家开始采取比较严厉的措施限制
农民流迁。此前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核心的“一
五计划”开始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布
局，国家要把农民纳入计划体制。但 1953年春节后，仍
然有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为了制止混乱现象的继续发
展”，1953年 4 月 17 日，政务院发布《劝止农民盲目流
入城市的指示》，⑤明确要求“各省、市人民政府应立即
通知各县、区、乡政府、农会向准备或要求进城的农民
耐心解释，劝止其进城”，“县、区、乡政府对于要求进城
找工作的农民，除有工矿企业或建筑公司正式文件证

明为预约工或合同工者外，均不得开给介绍证件”。对
于已经进城的农民，除了建设施工需要，其他由基层政

府、工会、建筑单位负责动员其返乡。至于城市建设单
位今后用工，“将正式通知区、乡政府，有计划、有组织
地招收”、“未经劳动部门许可或介绍者，不得擅自到乡
村招收工人，更不得张贴布告，乱招工人”。但是一些
地方政府、用人单位没有认真贯彻政务院决定，为此，
1954年 3月，内务部、劳动部联合发布《关于继续贯彻
〈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进一步规范地方政
府、用人单位和流迁农民。为此，国家还逐步实施农产
品统购统销制度、农产品凭票定量供应制度。1953 年
10月，为缓解城市粮食供求紧张矛盾，保障城镇和工业
化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会议提出实施“统购统销”的粮
食征购计划，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统一管理粮

食，把粮食供应与户口联系在一起。此后，中央逐步实
行油料、棉花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另外，从 1954 年 9

月起，国家逐步实行农产品凭票定量供应制度，至 1955

年 11月，全国城镇统一实行粮食及其制品凭票定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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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方法。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
家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力配置基本

纳入行政性的计划调节，“国家不仅包下了国营企业、

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而且包下了大中专、技校学生、

城市转业军人的就业”。① 农民流迁难度与日剧增。

与农民迁徙自由在现实中不断受限形成巨大矛

盾的是，1954 年 9 月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继续确
认了迁徙自由，即第 90 条第 2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②同《共同纲领》相比，
1954 年宪法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
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这使关于自
由的规定不至于过于抽象。但关于迁徙自由的确认
来之不易，宪法草案中没有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据

时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编辑组总编辑董成美回忆，“毛
主席在宪法起草中是不同意规定迁徙自由的，他认为

人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得有制度……乡下人就是
乡下人，不能随便来回移动”。③ 尽管迁徙自由写入
了宪法，但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反

而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不断受限。
1956 年底，对苏还贷压力剧增，给重工业化优先
发展战略的继续实施带来很大的资金压力，国家只有

实施更加严厉的措施阻止农民流迁。1956 年 9 月，以
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为指导思想，党的
“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
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把“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
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

础”④作为“二五计划”基本任务的第一条。但自 1956

年起，中国对苏还贷总额超过前苏联新提供的资金总

额。⑤ 此前，国家可以依靠前苏联提供大部分净投资;

此后，国家不得不主要靠自己来筹措资金。国家面临
巨大的资金压力，这就需要找出国内资金形成的新办

法，那就要更加严格地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程度

地压低消费性支出来扩大生产性支出，把农民固定在

农村与农业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农业剩余，通过行政分

配和调拨尽可能控制商品流通以获取商业利润。农

民迁徙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政府改变此前主要通过

说服教育、劝导动员、组织劳动生产等柔性方式干预

农民涌入城市的方法，采用刚性的制止手段和惩罚措

施。从 1956 年 12 月到 1957 年 12 月，国务院及内设

部门先后发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关于制止农

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等 7 个政策文件。文件措辞

越来越严厉，从“防止”到“阻止”再到“制止”，最后

一个文件规定: “严格禁止城市部门私自向农村招工

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正在( 已经) 进城的

农民会被送入收容所，集中遣送回原籍，城市粮食部

门严打冒领粮食或买卖粮票的行为，城市市场管理部

门严格控制自由市场，防止农民弃农经商。”⑥国家的

严厉禁止，既使得农民迁徙越发困难，也使得自主流

入城市的农民在城市生存的空间愈来愈小。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流迁难度不断增加，但农民

依然有流迁的压力、动力和机会，这主要是城镇企业

带来的。城镇企业既要降低生产成本又要满足生产

配额，这迫使企业管理者“悄悄绕开地方劳动局，去农

村招募一批低薪的临时农民工。尽管政府三令五申，

但城市企业在 1954 年雇佣了近 250 万人，其中多达
70%是农民”。⑦ 另外，农业合作化已进入高潮，这对

农民形成了越来越强的约束，参加农业生产成为一种

强制。强制性劳动意味着失去了劳动自由，农民更像

是参与农村集体劳动的按件计酬式( 工分制) 的雇佣

人员，而统购统销又完全控制了这种强制性劳动的回

报，导致农民对农村缺乏热情和信心。⑧ 再考虑到相

对稀少的土地资源无法让规模庞大的农民过上更好

生活的困境、城乡差别愈发扩大的趋势等因素，农民

有着迁向城市的强烈愿望和种种努力。在 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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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大约有 2000 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
城市”。① 1952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职工有 510 万
人，1957 年增加到 2316 万人。② 1953 年大陆城镇人
口为 7826 万，1957 年增加到 9949 万。③ 这一阶段新
增加的城镇人口、职工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为此，国
务院在 1955 年、1957 年曾将数百万农民遣返农村。

三、宪法权利与实然权利的彻底割裂
( 1958． 1 ～ 1974． 12)

公民在事实上完全丧失迁徙自由权是在 1958 年
1 月。受前苏联国内护照制度“普罗皮斯卡”( 俄文为
“пропи． ска”) 的启发，1958 年 1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④

( 简称《条例》，《条例》实际上在 1954 年左右就定稿
了) ，以“共和国主席令”颁布实施。《条例》在中国历
史上首次将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
口”，规定了控制人口迁徙的两项基本制度———户口
迁移的事先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彻底改变了此

前迁徙自由的宪法规定，标志着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

度的正式建立。尽管《条例》第 1 条依然表示要“保护
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但对农民而言，这个规定主要停
留在文字层面上。《条例》把决定迁徙的权力由以前
的以迁出地人民委员会为主转移到迁入地的企事业

机关或户口主管部门。《条例》不仅明确了户口迁移
程序，更重要的是以法律形式对人口迁徙———尤其是
由农村迁往城市、农民转为市民、由小城镇迁往大城
镇———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例》第 10 条规定: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
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
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移

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
辖区公安机关批准。”《条例》第 15、16 条还规定了人
口流动程序，这两条规定实际上也剥夺了农民的流动

自由。为贯彻实施《条例》，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
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以高度组织化的体制控制

农民，国家藉此确立了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

制度不仅规范了迁徙而且衍生了城市优先、农村靠后

的城乡二元社会。”⑤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相配套的农

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生活用品定量供给制度、就业制

度、住房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紧密结合，在乡村和城

镇之间构筑了制度的高墙，基本上堵死了农民自由流

入城镇的通道。农民除了参军、升学和招工等有限途

径，基本上不能进入城镇就业、定居。这一套制度的

深远影响还在于，由于国家对城镇和乡村、市民和农

民实行有差异的政策，即“一国两策”，城乡二元体制

逐渐形成并固化。以此为基础，城乡二元结构正式形

成，持续至今尚未完全消解。

国家出台如此严厉的《条例》，其深层次原因在于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仍在继续，且中苏关系逐步恶

化，中国政府面临极大的资金压力。自 1956 年 2 月

苏共二十大起，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56 年底，前苏

联政府以中国已培养出自己的专业民族干部队伍为

借口，计划召回前苏联专家。⑥ 1957 年底，中苏“密月

期”已经结束。两党分歧逐步公开，两国关系迅速恶

化。尽管前苏联援助还在继续，但有中断的可能。同

时，中国政府的还贷压力剧增，政府缺乏扩大再生产

能力，计划中的重工业化过程出现波折。国家酝酿实

施政府主导、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以尽量减少对前

苏联的依赖和来自前苏联的要求，这就不得不实施极

其严格的计划政策来控制农民流迁以稳定农业生产

与社会秩序，进而更大程度地获取经济剩余。另外，

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展开，重工业体系内生的

“资本加密排斥劳动”机制日益凸显，之前涌入的大量

农民又使城镇就业、生活用品供应、交通、医疗、治安

等不堪重负。尽管此前国家已出台严控农民流迁的

系列文件，但农民外流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并

且在有些地区还日趋严重。农民一旦外出，很多就会

设法留在城镇，干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主要

基于以上考虑，《条例》应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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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条例》得到严格执行。1959 年，国家进入
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日益严重并持续发酵，城市粮

食供应严重不足，很多饥饿的农民涌入城市。中央不
得不连续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
工的通知》( 1959 年 1 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
劳动力流动的指示》( 1959 年 2 月) 两个文件，禁止农
民流迁。1960 年 7 月，中苏交恶，前苏联撤回专家、废
除合约、停止援助，国家财政赤字随即大规模增加，
1958 ～ 1960 年的财政赤字累积约 270 亿( 当时的财政
总规模不到 600 个亿) 。① 再考虑到严重的大饥荒，
1961 年 6 月，中央发出非常严厉的《关于减少城镇人
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 9 条办法》，要求三年内减
少城镇人口 2000 万以上，1961 年内至少减少 1000

万。② 到 1963 年底，全国共精简职工 2546 万人，其中
回到农村的有 1641 万人，占精简职工的 67%。③ 在
“大跃进”期间进城的大部分农民被动员回乡务农。

此后，国家进一步强化户籍制度的控制、分配、排斥功
能并严格执行，如 1964 年 8 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
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草案) 》，④该规定比较
集中地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
加限制”: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 对
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文革”时期，由于城
市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就业困难，不仅农民

极难自由进城，甚至还出现了百万干部及其家属下

放、约 1600 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批城镇人口被
动员甚至强迫倒流农村的反常现象。

尽管农民流迁缺乏政策空间，但城市招收民工的

现象依然存在。企业更愿意裁减城市职工，用更廉价
的农民替代，这个时期(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后期)
“经城市劳动部门批准而被允许进入城市的农民多达
1300 万到 1400 万之巨”，⑤但该时期整体上属于“反
城市化”阶段，城市化进程萎缩。“在城市隔离最为严

重的 1958 ～ 1975 年期间，在城镇新增人口中，自然增
长所占比重高达 77． 3%，机械增长仅占 22． 7%，有些
年份( 如 1966 ～ 1970 年) ，机械增长甚至为负值。”⑥事
实与宪法形成了巨大矛盾，农民的迁徙自由停留在宪

法层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74 年 12 月。

四、宪法权利与实然权利都不存在
( 1975． 1 ～ 1978． 12)

只要继续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配套的

计划体制，迁徙自由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再加上法治
精神还未得到培育，在宪法中取消迁徙自由的规定也

就顺理成章。1975 年宪法取消了关于迁徙自由的规
定，随后的三部宪法都没有恢复这一规定。

以 1970 年 9 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为基础，1975 年 1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

第二部宪法，即 1975 年宪法。这部宪法很不完善并
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该宪法先规定公民义务，后
规定公民权利，并删除了此前《共同纲领》、1954 年宪
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但在第 28 条又规定“公民的
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
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⑦ 鉴于我国宪
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采用列举式予以规定，宪

法虽然确认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但由于没有具体列举

人身自由所包含的权利，因此迁徙自由实际上已从宪

法中消失。至此，对于农民而言，迁徙自由既非宪法
权利，亦非实然权利，仅停留在应然权利层面。

此后，国家还出台了若干政策继续严格控制农民

迁徙，如 1977 年 11 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
户口迁移的规定》，⑧规定继续强调要严控市镇人口，

严格控制农民进城。该规定首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
“农转非”，“从农村迁往市、镇，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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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口，从其它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
加控制。从农村招收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和亦
工亦农人员，其户口不得迁入市、镇。市、镇职工在农
村的父、母，不得迁入市、镇”。对于坚持原则、按照党
的政策办事的人，给予支持和表扬; 对于破坏户口迁

移政策的，要严肃处理。对于弄虚作假，非法落户的，

要注销户口，迁回原地。在此情形下，1978 年 3 月颁
布的“1978 年宪法”自然不可能恢复有关迁徙自由的
条款，但宪法依然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尽管国家对农民迁徙继续实行严格控制、严厉禁
止甚至严厉惩罚的政策，但农民依然是国营企业和集

体企业欢迎的廉价劳动力。在 1977 年，国有企业在
国家计划外招用的工人总数占到了计划内劳动力的

13． 5%，这些计划外的用工有 50%是农民。①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逐步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

略，但计划体制依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鉴于迁徙自由在城乡二元划分的格局下无法实现，国

家继续采取了严格限制农民迁徙的政策，因此，“1982

年宪法”也没有恢复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尽管有很
多人提出了这一建议，但宪法修改委员会“研究后没
有采纳，因为实际上做不到”。② 当时的宪法修改委
员会秘书长胡乔木认为: “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实际不
可能实现。不仅目前有困难，将来也是无法采纳的。

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
利大家便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③还有
法学家认为，如果迁徙自由写入宪法却又不能得到保

障，反而会影响宪法的权威。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
是有悖法治精神的。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对于农民流
动的政策限制开始松动，大规模的农民流动迅速出

现，并演绎为 1980 年代末期的“民工潮”。

五、结语

在 1949年 10月至 1978年 12月期间，农民的迁徙
自由经历了从有逐渐到无的嬗变过程，自由迁徙被计

划迁徙取代。国家是否确认、保障农民迁徙自由的出
发点，并不是基于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这一现代理念，而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经济建设的

实际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战后恢复与建设的

需要，国家赋予并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农民拥有真实

的迁徙自由，迁徙自由实现了宪法权利与实然权利的

统一; 1952年 9月起，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赶超战略

得以确定和实施，为了突破其最大约束要素———资金

缺乏，国家逐步实施计划体制，开始限制农民的迁徙自

由以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迁徙自由在宪法层面与实

然层面逐渐分离; 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紧张乃至交恶，

国家面临日益加重的资金压力，于是实施更严格的措

施控制农民迁徙，迁徙自由在 1958 年蜕变为虚设的宪

法权利，并于 1975年从宪法中消失，只停留在应然权利

层面，此后颁布的宪法也没恢复这一规定。在 1952 年
11月至 1978年 12月期间，农民不仅从地理空间上，也

在社会上逐渐被隔离，变成基于出生地而无缘城市的

先赋型群体。农民只有对农业进行过密化经营，付出

了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但农民一直没有放弃冲破规

则的努力，这也为后来出现“民工潮”埋下了伏笔。

整体而言，限制、剥夺农民的迁徙自由是国家对农民

的不尊重和不平等管制，构成了对农民的严重歧视与深

度剥夺。缺乏迁徙自由的最大受害群体是农民，是农民

成为弱势群体的重要因素。尽管国家藉此建立了廉价的

工业体系，但国家与社会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具体表现

为:城乡二元结构难以消解、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化

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等诸多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逐步放开对农民自由

迁徙的限制，农民在事实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迁徙自

由。1984 年 1 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

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就近向小城镇流迁，允许贫困

地区对城市输出劳务，这表明实行了 30 余年的限制

农民流迁的管理制度开始松动，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开

始缓慢恢复。新世纪以来，国家深入改革城乡分割体

制，推动城乡统筹，化解“三农”问题。国家对农民迁

徙的政策性限制逐渐取消，更加重视农民迁徙过程中

的公平、融合问题。2001 年 10 月，国务院放开县以下

户口限制，随后一些沿海省份允许省内人口自由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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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温家宝总理在 201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加快推进户籍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
革，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
境。”①这是“自由迁徙”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改
革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都向着有利于实现农民自由

迁徙的方向发展。在中央、地方政策和市场经济等因
素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乡村。2011 年，全
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6. 9 亿，占人口总数 51. 27%，首
次超过乡村人口。② 2014 年，城镇常住人口为 74916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54. 77%，全国流动人口为
2. 53 亿人。③ 农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迁徙自由，但离
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迁徙还有很远距离，因此改革开放

后的农民转移呈现强烈的“流动为主、迁徙为辅”的中
国特征。

当前，赋予并保障农民迁徙自由的时机已经成熟。
2014年 7月 30日，以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为基本出

发点，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意见》，启动了新型户籍制度的整体构建。可以相
信，不久的将来，迁徙自由会写进宪法，并成为公民尤

其是农民的真实权利。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项
权利从得到宪法确认，到得以真实而充分的实现，是有

一个过程的，在宪法上承认迁徙自由与实现自由迁徙

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过，“我们既不能因为一时还不能
完全实现自由迁徙，就从法律上来限制迁徙自由的权

利; 也不能幻想一旦宪法上承认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就

能够实现迁徙自由”。不过，④实现迁徙自由的各种制
度化障碍依然存在，要充分意识到自由迁徙面临的阻

力和带来的压力。影响迁徙自由的主要因素是资源
分配的不均衡。如果简单地通过确立迁徙自由权来
消除这种不均衡，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因
此，“迁徙自由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城乡均衡化发展的
基础上，并且通过城乡均衡化的发展来推动”。⑤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s' Migration Freedom from 1949 to 1978
LI Hou-gang XU Xiao-lin

( College of Marxism，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basic civil rights and freedom，migration freedom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peasants．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o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it experienced a tortuous process from a short term of
substantially achieved，gradual restriction to a complete loss． In the early years，due to the need of post-war
contraction，peasants had factual freedom of migration for a time． By the end of 1952，with the implementing of heavy
industry prio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the simultaneously emerged planned-system began to limit
peasants' migration freedom，and the situation was further exacerbated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Finally since 1958，migration freedom virtually becam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What's more，the stipulation about
migration freedom was abrog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1975，which meant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was deprived of．
From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and factual right and with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ed policie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proces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s' migration
freedom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t gives suggestion that peasants are to be endowed and protected with
migration freedom．
Key words: peasant; freedom of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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